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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 无论是官方、 民间还是学界， 各方面对基督宗教 “天主” 神名的使用似乎过于

自然而然， 还少有学者去仔细爬梳 “天主” 的来历和中西源流。 文章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利用一手的史料， 首先从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谈起， 通过仔细考察利玛窦

《天主实义》、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葡汉辞典》、 《中国诗集》 与范礼安的 《日本要

理本》 等原始文献所存有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来分别清理并交代他们与 “天主” 间的联

系， 追溯明末 “天主” 译名的真正源头； 进而尝试以 “天主” 译名考诠作为一经典案例来发掘

其对于当今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论以及基督教的中国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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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纪建勋， 宗教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一、 引言

学界一般习惯于把唐代的景教、 元代的也里可温教、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清末民初的基督

教、 建国后基督宗教的中国化， 这样五个大的阶段来概括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此种划分方法大体

上是准确的， 也有其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它比较清楚， 易于让研究者从整体上宏观把握中国的基

督教历史， 然后各取所需， 迅速进入相应领域专门史的研究； 可是， 此种分期无形中遮蔽了各个

时期之间的衔接、 过渡及其互相影响。 各个阶段之间， 基督教仍然在发展， 并且各个阶段之间也

并不是绝缘的。 五阶段的分期容易造成研究者画地为牢， 在实际的研究中忽略了前面阶段的基督

教史留给后来阶段的 “遗产” 与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的书写有时会忽视对五阶段 “之
间” 关系的考察， 这就有可能把诸阶段间实际存在的有意无意的种种牵连消弭于无形。

这种划分容易忽略以上各个分期之间的间隔带。 因为以上五个分期在时间与朝代的传承上并

不连续， 给人们造成的一大错觉就是这五个阶段之间是彼此独立、 截然分开的。 实则不然。 就现

在的研究来看， 明代以前的基督宗教研究或许比较 “小众” 一点， 但在时间上却是延绵不断。
站得更高一些来看的话， 中国基督教史实际上是一个以上五阶段 “之间” 几乎不存在断续的有

机整体。 如唐代的景教与元代的 “也里克温” 就有很大的关系， 即使中间隔了宋朝， 其基督教

的发展也不断有史料被发现， 更何况还有始于北宋徽宗年间的开封犹太人这一个重要阶段。 其影

响也未必小， 唐代的景教就有对 “法流十道， 寺满百城” 盛况的可靠记载， 只是由于年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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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得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支持。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晚明中西上帝观研

究” （１４ＢＺＪ００１），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清初比较经学家严谟著述整理与研究” （１７ＰＪＣ０８０）， 上海高

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中国语言文学”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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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远加之史料发掘上的困难， 深入研究有障碍。①
在五个分期 “之间” 有很多过渡阶段， 它们从时间上来讲更为漫长， 其传教成绩和影响有

时容易被低估。 譬如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在康熙禁教后的雍、 乾两帝为代表的清前中期的研究就

表明基督教在中国的信徒人数不降反升， 一直发展到与下一阶段清末民初的基督宗教连结在一

起。② 譬如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明末的一次施工中被发现， 这一事件对明清天主教带来

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在当时， 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前史还一直停留在传说与猜测阶段。 景

教碑的发现， 把中国基督教的信史一下子上推了接近一千年， 对教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 李之藻就在 《刻天学初函题辞》 中自述 “天学者， 唐称景教。 自贞观九年入中国， 历千载

矣”，③ 当时不少的入教文人在诗文中自称为 “景教后学”， 社会上甚至还形成了以景教来代称

天主教的习惯。 明清天主教的传入还引起了传教士乃至欧洲对开封犹太人 “一赐乐业教”， 在民

间又称 “挑筋教” 研究的关注。④ 因此， 对于中国基督教史不同阶段的 “遗产”， 尤其是那些在

历史上对后续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产生实际重大影响 “遗产” 的研究， 更应该引起学界

的关注。 因为正是这些 “遗产”， 才是今天我们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根本前提与出发点。 本文所

要重点讨论的基督教神 “天主” 名称考诠即为其中一个典型例证。
正如同 “正教” 之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ｕｒｃｈ， “公教” 之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大家知道，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有时候被称成 “大公教会”、 “公教” 或 “普世教会”。 这比较符合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统括一切、
包罗万象” 的本意， 但相比较而言， 在中国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 却更多地被称为天主教会。 与此相

应，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也更为经常地被翻译为 “天主教”。 这是为什么？ 相较于拉丁文 ＤＥＵＳ、 英文

ＧＯＤ， 基督教至上神的中文说法 “天主” 来历和源流是怎样的？ 这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基督教至上神的 “天主” 说法是怎么来的？ 与唐代的 “阿罗诃”、 元代的 “也里可温” 等

基督教神名不同， 它们迄今已经完全淹没在历史的尘烟里。 时间来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情形则

完全不同。 实际上， 基督教自明末就已经开始传播几个相对稳定且影响深远的中国式神名： 天

主、 天地的主、 上主、 大父母、 上帝以及天， 这些神名大部分仍然活在中国基督徒的口口相传

里， 是中国基督教的一笔宝贵财富。
直至今天， 无论是官方、 民间还是学界， 各方面对 “天主” 说法的使用似乎过于自然而

然以至于心安理得， 还少有学者去仔细爬梳 “天主” 的来历和中西源流。 一提到 “上帝”，
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基督教的至上神， 而不是在中国古已有之、 四书五经中在在皆是的 “上
帝”； 同样， 一提到 “天主”， 大家首先想到的也还是基督教的至上神。 在基督教入华以前，
“天主” 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是否也已经古已有之？ “天主” 这一汉语词汇作为基督教神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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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前更早的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长期以来一直踯躅不前， 近年有一些新的动向和进展。 譬如对开封

犹太人中国化以及 “回归以色列” 的关注， 关于景教有林悟殊： 《唐代景教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３ 年。 另外， 近些年受到新发现 “霞浦文书” 的刺激， 对包括景教在内的三夷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研

究有所推动。 相关研究有林悟殊： 《中古三夷教辨证》，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 马小鹤： 《霞浦文书研究》， 兰

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清代禁教期间教徒的人数并未有急剧的下降”， “相反还出现了不小的增长”， 相关的研究参见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６３５ － １８００，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１， ｐｐ ３８２ － ３８３、
５５５ － ５７５； 张先清： 《清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特点分析》，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３ － ６５ 页。
李志藻： 《刻天学初函题辞》， 第 １ 页， 载吴相湘编， 明李志藻辑 《天学初函》 第一册， 台北： 台湾学生书

局， 影印金陵大学藏万历天启闲刊本， １９６５ 年。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 《利玛窦全集》 （第一册）， 台湾： 辅仁大学出版社、 光启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８２ 页。 关于景教尤其是景教碑、 开封犹太人等中国古代基督教之于明清天主教的影响， 笔者拟另行撰

文， 此处不赘。



中国基督教的 “借用” 还是 “创造”？ 如果是 “借用”，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如同 “上帝”
一样， “天主” 这一非常具有中国化色彩的基督教神名， 在汉语语境里已经发生了古今含义

上的嬗变。 如果 “天主” 一词是被 “创造” 出来， 那么又是谁， 在何时何地， 创造出这一在

今天已经被普遍接受与广泛使用的中国化神名？ 柯毅霖著有 《晚明基督论》 来回应今人认为

明清传教士不重视宣讲基督论的批评， 与之相应， 本文以 “明末天主考” 为题来尝试回答以

上提出的系列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中文学界迄今还没有对 “天主” 神名的专门研究， 最早注意到中文

语汇 “天主” 说法在明末的含义嬗变及其影响的人是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神父 （ Ｈｅｎｒｉ
Ｈａｖｒｅｔ， １８４８ － １９０１）， 他在 １９０１ 年去世之前以 Ｔｉｅｎ⁃Ｔｃｈｏｕ （《天主考》） 之名发表了他的研

究。 关于夏氏， 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的另外一种同样也是以法文撰写， 在 １８９５ 年出版的研究

Ｌａ Ｓｔｅｌ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Ｓｉ⁃ｎｇａｎ⁃ｆｏｕ （《西安府景教碑考》）， 其对于 “天主” 的研究反而不彰， 一

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主要原因应该是夏氏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 “天主” 说法

的佛道渊源以及对于民间宗教传统的关注上面， 这应该与当时来华的法国汉学家们很重视以

今天所谓 “比较宗教学” 和 “人类学” 等相对 “科学化” 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民间崇拜与迷

信活动很有关系。 譬如由另外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禄是遒所撰写煌煌 １８ 卷的巨著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
ｌｅｓ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ｎｓ ｅｎ ｃｈｉｎｅ （《中国迷信研究》）， 就与夏鸣雷的几种研究一同辑入土山湾印书馆的

《汉学丛书》 出版。① 说他们的研究相对 “科学”， 是因为当时的耶稣会神学家难免怀着基督

教中心主义的倾向。 其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他们自己研究来证明中国的民间宗教甚至囊括佛

道两教在内都为异端， 为其贴上迷信甚至邪教的标签， 最终以作为高级宗教的天主教来取而

代之。 因此， 夏鸣雷的 “天主” 研究以今人的眼光看来难免偏颇， 也很不全面， 亟待完善与

超越。
尤其是伴随着近些年来与中国基督教史相对应的一系列成果的不断涌现： 如戚印平关于日本

耶稣会的 “遗产” 的研究以及宋黎明对戚氏结论的反动、 柯毅霖关于罗明坚所作教理书版本以

及中国诗集的讨论、 张西平关于罗明坚 《葡华字典》 散页的价值、 梅谦立关于 《天主实义》 文

献来源与内容分析等， 诸多从中西交流的视角展开的新发现表明， 今天的中文学界已经有条件在

夏鸣雷的研究之上来考镜 “天主” 的中西源流， 辨章 “基督教神名的中国化” 之于 “基督教中

国化” 的意义。②
文章拟在学界新研究的基础之上， 着重利用一手的新材料， 首先从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

第一本书” 谈起， 通过仔细考察利玛窦 《天主实义》、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葡汉

辞典》、 《中国诗集》 与范礼安的 《日本要理本》 等著作所存有的一种特别的三角关系来分别清

理并交代他们与 “天主” 间的联系。 进而尝试以 “天主” 译名考诠作为一经典案例来发掘其对

于当今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论以及基督教的中国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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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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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是遒的这套书的法文原版在上世纪 １０ － ３０ 年代被译成英文， 合并为 １０ 卷。 近些年有中国学者以英文版为

底本译为中文， 以 《中国民间崇拜》 之名出版。 参见 ［法］ 禄是遒著， 李天纲等译校 《中国民间崇拜》
（十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戚印平： 《 “Ｄｅｕｓ” 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８ － ９７ 页；
［意］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王志成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０９ － １２１ 页； 梅谦立： “ 《天主

实义》 的文献来源、 成书过程、 内容分析及其影响”， 载 ［意］ 利玛窦著， ［法］ 梅谦立注， 谭杰校勘 《天
主实义今注》，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 ６６ 页； 张西平： 《 〈葡华辞典〉 中的散页文献研究》， 《北京行

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６ － １２８ 页； 夏鸣雷 （Ｐ Ｈｅｎｒｉ Ｈａｖｒｅｔ， Ｓ Ｊ ）： 《天主考 （Ｔｉｅｎ⁃Ｔｃｈｏｕ）》，
上海： 土山湾印书馆， １９０１ 年。 夏鸣雷的研究是用法文撰写的， 笔者所使用的文献版本来自于法国国家图

书馆 （ＢｎＦ） 的加利卡 （Ｇａｌｌｉｃａ） 数字图书馆。



二、 利玛窦与 “天主”： 《天主实义》 并不是 “天主”
说法的最早源头以及利玛窦的贡献

　 　 查考 “天主” 说法， 首先能够想到的应该是从明末利玛窦所著 《天主实义》 中寻找答案。
这一努力的方向当然是不错的。 利玛窦这本书的题名就说明了一切。 另外， 讨论明末的儒耶对话

也绕不开利玛窦， 我们今天需要专题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神名 “天主”， 也与利玛窦这位传教士

第一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本最负盛名的汉语基督教著作 《天主实义》 中， 利玛窦将基

督教至上神 “陡斯” 的拉丁文 “Ｄｅｕｓ” 与 “天主”、 “上帝” 对译并称：
夫即天主， 吾西国所称 “陡斯” 是也。①
子欲先询所谓始制作天地万物， 而时主宰之者。 予谓天下莫著明乎是也。 人谁不仰目观

天？ 观天之际， 谁不默自叹曰： “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 ……吾因是知乾坤之内， 虽有鬼

神多品， 独有一天主， 始制作天地人物， 而时主宰存安之。②
吾天主， 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③ 吾国天主， 即华言上帝， 与道家所塑玄帝、 玉皇之像

不同。④
利玛窦的上帝论， 主要体现在 《天主实义》 的首篇 《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

与第二篇 《解释世人错认天主》 上面。 利氏对于 “天主” 的解释，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表

明自己的立场， 这里讨论的 “天主” 是 “西国” 的 “Ｄｅｕｓ”， 是基督教的至上神， 非佛道甚至

民间信仰的诸种神灵所可比， 不能错认； 其次在首篇利用阿奎那自然神学的证明与认识论证明的

基础之上， 还凸显出了 “天主” 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与道德论证。⑤ 在这个基础之上， 利玛窦对

“天主” 概念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与解释： 所谓天主即始制作天地人物， 而时主宰存安之也； 然后

利玛窦给出了自己这一生在汉语神学上的最大贡献： “吾天主， 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把基督

教的神论与儒家的天学特别是先秦典籍中的上帝观联系了起来。
正是利玛窦首次将 “Ｄｅｕｓ” 对译为汉语的 “上帝”， 也是利玛窦首次将 “Ｄｅｕｓ” 译述为汉

语的 “大父母”， 这些都是利玛窦自己独有的贡献， 学界已有相关专门的研究。⑥ 与此相应，
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 “天主” 神名最早也来自于利玛窦。 不得不承认， 利玛窦光环之强， 所著

《天主实义》 影响之大， 以致不少人用 《天主实义》 来笼统代表来华传教士的所有著述， 用利

子或其徒来泛指所有的来华传教士。⑦ 到今天， 学界关于利玛窦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⑧ 实际

上， 利玛窦的盛名无形中遮蔽了其他很多传教士的努力与成绩， “利学” 的繁华无意中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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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基督教文化学刊》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２ － ４２ 页。
纪建勋： 《明末天主教 “Ｄｅｕｓ” 之 “大父母” 说法考诠》， 《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 ２０１２ 第 ２ 期，
第 １０３ － １４０ 页； 《汉语神学的滥觞———明末 “帝天说” 与上帝存在的证明》， 《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 ２０１４
第 ２ 期， 第 ４７ － ７４ 页； 梅谦立： “ 《天主实义》 的文献来源、 成书过程、 内容分析及其影响”， 第 １５ 页。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上册），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 第 ７２ 页。
参见林金水、 代国庆： 《利玛窦研究三十年》，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１０ 第 ６ 期， 第 １３０ － １４３ 页； 学界新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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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传教士的大量汉语著述。 回顾 ２０ 世纪的明清天主教史研究， 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但

凡涉及到传教士言必称利汤南 （利玛窦、 汤若望、 南怀仁）， 关于儒家基督徒则离不开徐杨李

（徐光启、 杨廷筠、 李志藻）。 以上 “圣教中西三柱石” 总计六人的活动及其影响当然很重要，
却也反映出学界对于此阶段史料掌握匮乏， 视角与问题域开掘不足等问题。① 必须承认， 因为

利玛窦的光环效应， 罗明坚的中文造诣以及在传教事业上做出的成绩有意无意中遭到了忽视。
受到类似遭遇的还有龙华民、 庞迪我等人。② 学界新近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基督教史以往研究长

期存在着的 “追星” 现象， 并为改变这种趋势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应该说， “天主” 神名亦为

其中一例。
不能简单化地将 “天主” 说法归功于利玛窦， 《天主实义》 并不是天主说法的最早源头。 不

应忘记， 在 《天主实义》 之前， 来华传教士所著的要理问答书籍还有罗明坚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１５４３ － １６０７） 所著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以下简称为 《天主实录》）。 罗明坚所著 《天主实

录》 实际上还是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③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对于 “天主” 神名的使

用。 至于书内用到 “天主” 一词者， 则不能胜数 （在下文中， 笔者将以第一章为例予以具体分

析）。 梅谦立近来的研究就敏锐指出了 “天主” 一词 “并非利玛窦发明， 而是从罗明坚处继承而

来的”。④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１５８４ 年 １１ 月出版， 而利玛窦 《天主实义》 最早出版则是

在 １６０３ 年底或 １６０４ 年初。⑤ 因此， 罗明坚的 《天主实录》 比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差不多要

早上二十年！ 所以， 单就来华传教士而言， 最早使用 “天主” 神名的不是传教士中名头最响亮

的利玛窦及其影响很大的著作 《天主实义》， 而应该是资历更老一些的罗明坚。 正是后者， 率先

用中文发表了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罗明坚是在中国最早

使用 “天主” 作为基督教神名的人。
顺便再说一下， 利玛窦在是书中也有 “贵邦儒者， 鲜适他国， 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语， 谙其

人物。 吾将译天主之公教， 以徵其为真教” 之语， 也即利氏是否第一个把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译成 “天
主之公教”， 这是 “公教” 的最早源头吗？⑥ 就笔者目前的阅读来看， 这个结论很可能成立。

不过， 在 《天主实义》 中仅仅是初次提出了 “公教” 说法， 利玛窦并未对这一新概念做出

任何解释。 颇为有趣的是， 后来在 １６４０ 年，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被改名为 《天主圣

教实录》， 又出一个修订版。 在修订版中给出了或许是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早对于 “公教” 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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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对龙华民的新研究。 参见龙华民著， 李天纲等整理 《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待刊

本； ［法］ 魏明德著， 沈秀臻、 陈文飞译 《龙华民与中国神学的谱系学： 译名之争、 龙华民论文与中国自然

神学的发现》， 《基督教学术》 ２０１５ 第 ２ 期， 第 ８２ － ９７ 页。 对于庞迪我著述的整理、 研究及其成果的文献综

述， 参见叶农、 罗诗雅： 《与巨人同行者———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及其中文著作》，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１５ 第 ６ 期， 第 １３１ － １４２ 页。 另外， 近期由叶农等人整理的 《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 已经交付出版， 或

可提升学界对于庞迪我的兴趣， 尤其是需要改变研究中惟重 《七克》 而轻忽庞氏其它著述的现状。 纪建勋：
《 “谁的 ‘上帝之赌’？ ———帕斯卡尔与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４ － ９５ 页。 另外， 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亦有助于以往研究的更加深入， 为传统的 “中西三柱石” 描绘出新

形象或带来新思考。 如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 （１５８２ － １６１０）》，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梅谦立： “ 《天主实义》 的文献来源、 成书过程、 内容分析及其影响”， 第 ３ 页。
《天主实义今注》， 第 ３４ 页。
“梅谦立： 《天主实义》 的文献来源、 成书过程、 内容分析及其影响”， 第 ３１ 页。
《天主实义今注》， 第 ７９ 页。



解释：
当信有圣而公之额格勒西亚诸圣相通功。 额格勒西亚者， 译言天主教会也。 天主所立之

教， 绝不侔于人类所立之教， 谓之圣教。 又为天下之总教会， 非一国、 一方之教会也， 谓之

公教。①
短短的一句话， 出现了 “天主教会” 的音译 “额格勒西亚”， 出现了 “天主所立之教， 绝不

侔于人类所立之教， 谓之圣教。 又为天下之总教会， 非一国、 一方之教会也， 谓之公教”， 这已

经与今天神哲学意义上对大公教会的理解很接近了。 而此时罗明坚早已经在 １５８８ 年返回了欧洲，
是何人又是处于何种考虑把罗明坚的这本书修订后再版，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这也同样表明由罗明坚所著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今天的学界很有重审其价值的必

要。 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先把罗明坚此著作的版本及其与 《天主实义》 间的渊源梳理

清楚。 学界的最新研究已经表明， 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在相当部分内容上 “因袭” 了罗明坚

的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以下简称 《实录》） 以及范礼安的 《基督宗教信仰的要理本》 或称

为 《日本要理本》。② 也就是说利玛窦充分继承了他的前辈们———诸如罗明坚以及日本耶稣会的

“遗产” ———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重大创新。 譬如对先秦典籍所载 “上帝” 的发

现。③ 本文下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罗明坚此书的几个版本以及与利玛窦、 范礼安著作间的关系来

考察 “天主” 神名的起源。
综上， 《天主实义》 原名 《天学实义》， 尽管 《天主实义》 并非 “天主” 说法的最早源头，

但利玛窦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于 “天主” 这一神学中的根本性概念又添新解， 给出了自己

认为 “正确” 并且 “实在” 的含义。 相对于 《天主实义》 整本书使用 “天主” 达三百五十次，
“上帝” 的使用频率也高达九十四次， 以 “表达他所信奉的信仰不是新的， 而是中国古人原有的

信仰”。④ 从 １５８８ 年起， 利玛窦创造性地把中西 “上帝观” 整合在一起。
对于 “天主” 思想的贡献， 我们应该把利玛窦的还给利玛窦， 把罗明坚的还给罗明坚。

三、 罗明坚与 “天主”：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以及 《天主实录》 的版本问题

　 　 近些年， 随着陈伦绪、 德礼贤、 梅谦立、 柯毅霖、 张西平等人研究的不断深入， 罗明坚其人

其著的本来面貌与地位逐渐明晰起来。 罗明坚的 《天主实录》 有多个版本， 这几个版本在书名

和内容上都有所区别。 首先就是在 １５８１ 年就已经完成， 题名为 《关于神圣事情的真正及简略介

绍》 的拉丁文本。 它与下文中将要讨论的范礼安 《日本要理本》 被印刷出版不同， 罗明坚这本

书的拉丁文本只是以手稿的形式被内部广泛传阅与修改。 正是在使用拉丁手稿本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于 １５８４ 年 １１ 月在肇庆发表。 这里， “新编” 正是相对于手稿

本而言， 我们不妨称其为中文原刻本。 应该承认， 作为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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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当时甚至印刷达 １５００ 册， 遍传中、 韩、 越南、 菲律宾数国。① 因为是首创， 这本书在亚洲范

围内有一定的影响。 譬如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 （Ｊｕａｎ Ｃｏｂｏ， 约 １５４６ － １５９２） 在 １５９３ 年

针对马尼拉华侨出版了第一本用中文写作的自然神学著作 《辨正教真传实录》， 比利玛窦的 《天
主实义》 还要早， 高母羡的这本书对罗明坚的 《实录》 就多有吸收与借用。 我们不难理解这

“第一本书” 也对利玛窦写作 《天主实义》 产生了很大影响。
只是由于此书面世时的背景在于传教士入华未久， 筚路蓝缕， 在传教方针策略等最重要事情

上尚处于摸索中艰难前行而未能统一的阶段。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 这本书具有明显的先锋实验性

质， 不足之处难免。 该书尽管对于佛教持批判立场， 却使用了大量具有佛教色彩的用语如在署名

中自称 “天竺僧” 等； 尤其是具有 “要理问答” 与 “教理书” 两种不同文风混融一体的特点。
而教会出版物的这两种区分在后来的中国教区得到了体现并贯彻下来。 这里需要注意 “要理问

答” 和 “教理书” 两种教会出版物的区别。 前者主要针对非基督徒， 面对不同的受众宣讲者可

以灵活选用不同的方法与材料， 依据哲学论证和自然理性来讨论基督教信仰的理性基础， 行文较

为灵活， 主要目的是引人入教； 而后者主要针对基督徒， 需要准确教导给他们关于基督教信仰的

重要教条。 注重启示和教会的信条， 在内容上需要相应地严格遵循官方神学的拉丁文版本， 主要

目的是强调信仰的纯洁。 当时传教士甫入中国， 立足未稳， 正是教会草创时期。 不难理解罗明坚

的行文较为粗糙， 也由于当时还没有把两种出版物区分开来， 所以在罗明坚的 《天主实录》 实

际上是两种风格兼而有之。② 利玛窦则将两者做了明显的区分， 他先后写了两本书分别来替代

《天主实录》 两种风格的混搭， 《天主实义》 是 “要理问答”， 《天主教要》 是 “教理书”。 于教

会出版事业而言， 这显然是一大进步， 但罗明坚的创始之功却是不容抹煞。
１５９６ 年， 利玛窦因为 《天主实录》 初刻本的著作内容 “不如理想”， 为避免再版， 而下令

把原先印制的木版彻底毁坏。 而令人费解的是， 被损毁原版木刻的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在

１６３７ 年却又奇迹般得以修改后再度面世。③ 书名也被改为 《天主圣教实录》， 我们称其为中文重

刻本。
简单回顾罗明坚这本著作的三个版本： 它们分别是 １５８１ 年的拉丁文手稿本 《关于神圣事情

的真正及简略介绍》、 １５８４ 年的中文原刻本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以及 １６４０ 年的中文重刻本

《天主圣教实录》。 另外， 柯毅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谁， 为什么在 １６３６ 年左右修改了

罗明坚的新编西竺天主实录并把其再版？ 李新德尝试给出了一个原因， 认为重刻的目的是为了清

除初刻本的佛教影响痕迹。④ 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 但是还并不能够完全回答柯氏的问题： “罗
明坚本人不可能作这么多的修改， 因为他于 １５８８ 年离开中国。 他的作品不久被视为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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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１５００ 册” 是依据了梅谦立的说法。 柯毅霖的说法是 《天主实录》 “起初印行 ３０００ 册”。 梅谦立使

用的是陈伦绪的资料， 柯毅霖使用的则是德礼贤的意大利译本及其研究。 宋黎明的说法则是 “第一版印刷

一千二百本， 后来一版再版， 总共发行三千多本”。 综上以上诸种说法， 可以大致判断 《天主实录》 初版了

一千多册， 累计发行了三千多册。 无论如何， 考虑到当时的条件， 这都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成就， 《天主实

录》 是罗明坚一部成功的著作。 梅谦立： “罗明坚的 《天主实录》 与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载 《天主实

义今注》， 第 ４ 页； ［意］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第 １１０、 １１８ 页注释②； 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利玛

窦在中国 （１５８２ － １６１０）》， 第 ３６ 页。
［意］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第 １０９ － １１４ 页； 梅谦立： “罗明坚的 《天主实录》 与利玛窦的 《天主实

义》”， 第 ３ － ７ 页。
关于罗明坚中文重刻本的发表时间， 目前的研究还不统一。 柯毅霖倾向于 １６３７ 年出版， 梅谦立则采用了

１６４０ 年。 ［意］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第 １０９ 页； 梅谦立： “罗明坚的 《天主实录》 与利玛窦的 《天主实

义》”， 第 ３ 页注释 ２。
李新德： 《从西僧到西儒———从 〈天主实录〉 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１ 页。



印刷的木版 １５９６ 年被毁， 确切地说是为了避免再版。 知道谁又是为什么 （可能在 １６３６ 年） 修改

一部已失宠的作品倒是挺有意义的。”① 柯氏的追问确实很有趣。 与中文初刻本只有 “天竺国

僧” 的署名不同， 中文重刻本明白说明了是 “后学罗明坚述， 同会阳玛诺、 费奇规、 孟儒望重

订， 值会傅泛际准”。 罗氏这本著作能够重见天日必与以上几人很有关系， 两个版本内容上的不

同应该是阳、 费、 孟三人所为。 然而三人毕竟没有撰写一个重刻序言之类予以说明， 背后真正的

原因还是不详。
现在， 让我们先来看看罗明坚依据什么在第一本要理问答中把神名称呼为 “天主”？ 阅读

《天主实录》， 不难发现解释此问题的线索。 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章， 今据影印本转录如下，
以便读解。

《新编天主实录》
天竺国僧辑

真有一位天主

或问： “天下万物， 惟贤才最为尊贵。 盖以贤才通古今、 达事理也。 故欲明理之人， 不

远千里而师从之。 予自少时， 志欲明理， 故奔走四方， 不辞劳苦。 其所以亲炙于明师者诚不

少； 切磋于良朋者亦至多。 孜孜为善， 吾心犹未足也， 何者？ 今世之事， 虽可略明。 死后之

理， 诚未知何如也。 今幸尊师传授天主经旨， 引人为善， 救拔魂灵升天。 予特来求教， 希乞

勿吝。”
答曰： “僧生于天竺， 闻中华盛治， 愿受风波， 泛海三载， 方到明朝。 今居于此， 非为

财利， 惟奉祀天主而已。 盖天庭之中， 本有一位天主， 制作乾坤人物， 普世固当尊敬之。 幸

承贤友俯视， 有何见教？ 倾耳愿闻。”
或曰： “予平日所从有数位名师； 所习有万卷诗书。 未闻有一位天主， 而能制作乾坤人

物， 兹者请教。 果有一位天主否也？”
僧应之曰： “人虽至愚， 知有尊长在上， 则奉敬之。 只不知谁为尊长而奉敬之。 予见贤

友敏达， 姑揭一二正理而言之。 天庭之中， 真有一位为天地万物之主， 吾天竺国人称之谓了

无私是也。 吾且以理譬之。”②

《天主实录》 开创了要理问答的模式， 士人对基督教很感兴趣， 但教理不明， 需要传教士来

答疑解惑， 以引人入教。 第 １ 小节为士人提问， 第 ２ － ６ 小节为神父的回答。 在第一小节中， 士

人表明自己之所以需要向神父请教 “天主经旨”， 是因为自己对于 “今世之事， 虽可略明。 死后

之理， 诚未知何如也”， 希望自己在学习了天主教的要理以后能够 “引人为善， 救拔魂灵升天”。
在接下来的回答中， 罗明坚首先用一句话解释了自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目的： “僧生于天竺，
闻中华盛治， 愿受风波， 泛海三载， 方到明朝。 今居于此， 非为财利， 惟奉祀天主而已”， 然后

罗明坚用余下的所有篇幅说明了为什么 “天主” 存在。 通过人君 （天主） 行政使权、 良工 （天
主） 制作创造、 掌驾 （天主） 撑持掌握， 这三种喻理来完成论证。 这实际上是关于基督教最高

神存在的一系列证明：
譬有外国一人， 游至中华广省， 见其各处州县， 俱事本府， 府承事乎两司， 而两司

又承事乎两院。 广省如是， 则其余省亦可知矣。 然两院独无所承事乎？ 原有一位人君，
撑持掌握， 固能如是之安泰也。 他虽未常亲至京师， 目见君王， 然以理度之， 诚知其有

·２３１·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①
②

［意］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第 １１９ 页注释②。
［意］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参见钟鸣旦、 杜鼎克主编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
台北： 台北利氏学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９ － １１ 页。 按： 原文不分段， 为便于读解， 今根据文意将首章分为八节。
另外， 也请读者注意区分本文对罗明坚著作中文初刻本和重刻本两种不同版本的引用。



一位人君也。 如此， 乾坤之内， 星高乎日， 日高乎月， 月高乎气， 气浮于水， 水行于地，
地随四时而生花果草木。 水养鱼虾， 气育禽兽， 月随潮水， 日施光明。 予忖度之， 诚于

天庭之中， 必有一位天主， 行政施权。 使无天主， 焉能使四时而不乱哉？ 此乃第一之喻

理也。
且物不能自成， 楼台房屋不能自起， 恒必成于良工之手。 人必生于父母， 鸟必出于其

卵。 知此， 则知天地不能自成， 必由于天主之制作可知矣。 此僧所以知其原有一位之天主

也。 此乃第二之喻理也。
且日月星宿， 各尊度数。 苟譬之以理， 诚如舟楫之渡江海。 樯舰航舵， 百物俱备， 随水

之上下， 江海之浅深， 风涛之或静或涌， 而无损坏之忧者， 则知一舟之中， 必有掌驾良工，
撑持掌握， 乃能无事。 此固第三之喻理也。

何况天地之间， 事物如此其至众也。 苟无一位天主， 亦何以撑持掌握此天地万物哉？ 此

僧所以深知其真有一位之天主也。①
这些证明一方面固然体现出中西两种文化在逻辑推理上的差异： 西方更重视因果链条的逻辑进

展， 而中国显然更乐意用类比推理来完成说理的过程。 把阿奎那在 《神学大全》 中关于上帝存

在的五路证明， 与罗明坚 《天主实录》 首章甚或利玛窦 《天主实义》 首篇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

文字稍加比对， 这种区别愈发鲜明。 尽管中西双方在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存在若干有趣的差别， 但

是倘若细读罗明坚 《实录》 或者利玛窦 《实义》 相关章节， 细心的读者仍不难体会到弥漫在字

里行间的阿奎那 “五路证明” 和亚里士多德 “四因说” 的影响因子。
为什么把神称为 “天主”， 在本章中罗明坚也有比较清楚的回答： “天庭之中， 真有一位为

天地万物之主， 吾天竺国人称之谓了无私是也。” 在罗明坚的笔下， 关于天主概念蕴涵及其天主

存在的证明进路， 正因为 “天庭之中， 本有一位天主”， 他 “制作乾坤人物”， 所以 “普世固当

尊敬之”。 天主存在， 天主创造世间万物， 我们自然而然把这位基督教的最高神称呼为 “天地万

物之主” ———简称为 “天主” ———所以， 在中文语境下， “天主存在” 与 “把基督教最高神称

为天主” 就是一个由一而二， 然后由二再回归为一的同一个问题。
另外， 本节的重点在于厘清并讨论罗氏这本 “第一书” 的版本尤其是两个中文版本之间的

比较研究。 初刻本与重刻本在内容上存在明显区别， 后者 “政治正确” 了许多， 却也掩盖了很

多重要且有用的讯息。 此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其背后掩盖了基督教神 “Ｄｅｕｓ” 的汉译

史。 囿于篇幅， 这里仅擷取两种版本中互相对应的一句话作为例子来稍加说明。
天庭之中， 真有一位为天地万物之主， 吾天竺国人称之谓了无私是也。②
天地之中， 真有一尊为天地万物之主， 吾西国人所奉之真主是也。③
上面一句话， 取自中文初刻版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下面一句话， 取自中文重刻版 《天

主圣教实录》。 两句话共有四处改动： “天庭” 对 “天地”、 “一位” 对 “一尊”、 “天竺国人”
对 “西国人”、 “了无私” 对 “真主”。 短短一句话的比较， 揭示出其间蕴藏的信息量可谓大矣！

第一， 关于西学进入中国带来与翻译相关的语言学、 概念史研究。
关于基督教神 “Ｄｅｕｓ” 的汉译史， 由 “了无私” 到 “真主”， 台湾古伟瀛近些年给出了一

个有趣的发现： “Ｄｅｕｓ” 最早的汉译竟然是 “了无私”！ 另外， 初刻版在全书十六章的结尾处，
还载有两个小小附录， 分别题为 《祖传天主十诫》 与 《拜告》。 自 ８２ － ８５ 页， 短短的二百字左

右的篇幅。 前者当然是最早的白话文 《天主十诫》， 而尤其是 《拜告》， 仅两页纸， 百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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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第 １１ － １３ 页。
［意］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第 １１ 页。
［意］ 罗明坚： 《天主圣教实录》， 第 ７６６ 页。



仔细解读之下， 依序竟然分别是我国最早的 《圣母经》 与 《天主经》 （即今日之主祷文）！① 以

往的学界认为两者已经遗失不传， 仅凭这一点， 罗明坚此著初刻版的意义已经足以彪炳史书。
已故著名天主教史家方豪自曾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的徐宗泽神父处录有罗明坚该著的重刻本

手抄， 并为重刻本的影印出版作序。 方氏在序言中比对了两版本的目录， 并冀望日后若能集齐两

者， 以进一步仔细对照他们在正文内容上的区别， “不仅可见本书原刻本与后刻本之异同， 亦可

见天主教初传我国时， 采用名词递嬗之迹”。② 只可惜方豪至去世也未能得见罗氏此著的初刻本。
近些年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尤其是大量珍稀汉语基督教文献先后被整理出版， 今天的

学界终于有机会实现当年方氏未竟的愿望。
两种版本， 互有增删。 以上两条， 重刻本都已经删去不复出现。 顺便说一句， 重刻本也增添

了 “真主” 的新说法。 罗明坚中文重刻本 《圣教实录》 是否同时也为———在今天所指与能指已

经高度统一的伊斯兰教最高神中文称呼——— “真主” 说法的滥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有一

点可以确定的是， 从罗明坚著作的上下文来看， “真主” 说法的所指在今天已经变异。 其或许也

为天主教入华后所带来中文词汇涵义嬗变的范例之一。
第二， 教会草创早期， 为在中国立足， 其出版物难免表述文字上的粗陋与异教色彩。 但惟其

如此， 才是基督教初入中国并努力发展的本来面目。 如果不是今日的学界已经集齐两种版本并注

意解读两者的异同， 这些关乎中国古代基督教如何中国化的重要讯息必将被无情堙没于历史的尘

烟里了！
由 “天庭” 改为 “天地”， 目录章十六 “解释净水除前罪” 改为 “解释圣水除罪”， 以及全

篇的 “僧” 都改为 “余”， 由初刻本到重刻本， 内容变化上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擦除了早期教会

出版物受佛道尤其是佛教影响的痕迹。 对此， 李新德的文章有最为详细的考察。③ 此外， 上述两

句话中， 由 “一位为天地万物之主” 改为 “一尊为天地万物之主”。 通观罗氏全书， “位” 字全

书都做了适当修改， 此种变化显然以与 “三位一体” 教义在中国的萌芽与生成相协调。 语词使

用上的规范与成熟， 其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基督教会的教义表达及其艰难的中国化历程。
实际上， 仔细玩味， “Ｄｅｕｓ” 天主的最早译名 “了无私” 之所以被从历史上抹除， 还是因为

此种翻译难除佛道的色彩。 “天主” 说法的概念史考察涉及到其背后的佛道渊源， 还与我们的近

邻日本早期的耶稣会史有关。

四、 范礼安、 《葡汉辞典》、 《中国诗集》 与 “天主”：
日本耶稣会与 《要理本》 是 “始作俑者”？

　 　 本节首先要揭示并梳理罗明坚 《天主实录》、 范礼安 《日本要理本》 与利玛窦 《天主实义》
三者间所存有的一种复杂纠缠的三角关系。

上文谈及利玛窦的 《实义》 在内容上对罗明坚的 《实录》、 范礼安的 《日本要理本》 多有

借用， 并且表明罗明坚的 《实录》 作为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才是 “天主” 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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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伟瀛： 《４３０ 年来被埋没的 Ｄｅｕｓ （上帝） 名称及祈祷经文出土》， 《台大东亚文化研究论坛》。 网络资源链

接： ｈｔｔｐ： ／ ／ ｅａｓｔ － ａｓｉａ ｂｌｏｇ ｎｔｕ ｅｄｕ ｔｗ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１１ ／ ４３０％ ｅ５％ ｂ９％ ｂ４％ ｅ４％ ｂｅ％ ８６％ ｅ８％ ａ２％ ａｂ％ ｅ５％ ９ｆ％
８ｂ％ ｅ６％ ｂ２％９２％ ｅ７％９ａ％８４ｄｅｕｓ％ ｅ４％ ｂ８％８ａ％ ｅ５％ ｂ８％９ｄ％ ｅ５％９０％８ｄ％ ｅ７％ ａ８％ ｂ１％ ｅ５％８ｆ％８ａ％ ｅ７％
ａ５％８８％ ｅ７％ ａ６％ ｂ１％ ｅ７％ ｂ６％ ９３％ ｅ６％ ９６％ ８７％ ｅ５％ ８７％ ｂａ％ ｅ５％ ９ｃ％ ９ｆ － ％ ｅ５％ ８ｆ％ ａ４％ ｅ５％ ８１％ ８９％
ｅ７％８０％９ｂ ／检索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１６： １８。
方豪： “影印天主圣教实录序”， 参见吴相湘主编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 第 ２５ 页。
李新德： 《从西僧到西儒———从 〈天主实录〉 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８７ － ９２ 页。



在中国最早的使用者。 本节要解决的问题是， 既然日本耶稣会的经验对于中国教区在早期存在

着不小的影响， 那么日本耶稣会有没有可能更早地使用了 “天主” 说法来称呼基督宗教的至上

神？ 如果这种假设是真的， 那么是谁、 在何种情况下率先使用 “天主” 说法的？ 不过， 无论日

本耶稣会有没有更早地使用 “天主” 一词， 都不会动摇罗明坚作为中国 “天主” 说法第一人

的地位。
范礼安的 《日本要理本》 （下文简称为 《要理》） 与罗明坚的 《实录》 并不存在内容上的承

续关系。 《要理》 写作时间为 １５７９ － １５８２ 年， 写作时间上与罗明坚的 《实录》 大致平行， 并且

直到 １５８６ 年才在里斯本出版， 出版时间上要比罗明坚的 《实录》 晚。 另外， 范礼安的 《要理》
一书是用拉丁文撰写的， 是写给传教士看的， 其目的是指导整个远东的传教事业。 范礼安的这本

书作为日本耶稣会史上 “最后的定本和惟一被印刷刊行”① 的天主教要理书， 实际上是被罗明

坚严重忽视了。 我们上文也已经论述过了， 罗明坚的 《实录》 存在诸多难以避免的问题。 正是

因为没有 “与时俱进”， 或者是不同意， 至少是与范礼安 “补儒易佛”、 区分 “要理问答” 与

“教理书” 等新的传教策略存在分歧， 罗明坚被范礼安和利玛窦借故以 “太老了” 且 “汉语也不

够好” 为由送回了欧洲， 余生再也没能返回中国。 范礼安后来决定让利玛窦重写一部新的更加

适合中国教会使用的 “要理问答”， 也正因为如此， 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对范礼安的 《要理》
在内容上倒是多有继承。②

但是， 以上并不意味着明末 “天主” 的研究可以绕开范礼安的 《要理》 以及日本耶稣会，
因为或许正是他们首先在亚洲范围内最早地使用了 “天主” 名称。 要知道明末清初时期的日本，
汉字的使用仍然非常广泛。 来自中国的书籍在日本非常普遍， 即使是日本人自己的著述也大都用

汉语书写出版。 这里还是要强调传教士入华初期对来自日本耶稣会成功经验的借鉴。
理由之一， 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 耶稣会创始人之一， 最早将天主教传播至日本的传教士方

济各·沙勿略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 １５０６ － １５５２） 在 １５５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致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的信

中就明确说 “我们还用汉字写了相同的书， 希望在去中国时， 在能够说中国话之前， 让他们理

解我们的信仰条文”。③ 只是后来沙勿略出师未捷身先死， 未能进入中国。 沙勿略所提到的这本

日本耶稣会所写的中文教理书也不知所终， 迄今还没有找到， 其是否影响到了罗明坚的 《实
录》，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这件事表明日本耶稣会撰写有用中文书写的教理书籍， 那么用汉语来

对译 “Ｄｅｕｓ” 就不可避免， 日本耶稣会就存在用 “天主” 来书写至上神的可能。
理由之二， 范礼安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ｏ， １５３９ － １６０６） 是继沙勿略之后， 又一位对中国的

天主教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教士。 １５７９ 年身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的范礼安到达日本， 在其后

的日子里， 范礼安的一系列举措为天主教在日本和中国传播的适应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范

氏的 《日本要理本》 撰于 １５７９ － １５８２ 年， 出版于 １５８６ 年， 相较于罗明坚撰于 １５８１ 年的拉丁文

手稿本和出版于 １５８４ 年的中文原刻本， 在时间上来看大致是同一时期。 但是据日本学者及戚印

平的研究， 范氏的 《要理》 还在初稿时期就有部分拉丁文手稿被粘贴在著名的 “埃武拉屏风文

书” 上面。 这些教理文字在 １５８１ 年被编入了供神学院使用的护教书， 文中就使用 “天主”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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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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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印平，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 第 ２２６ 页。
相关研究： 钟鸣旦首先注意到两种著作间的联系，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ｎｅ： ６３５ － １８００， ｐ ６１３； Ｕｒｓ Ａｐｐ 通过研究进一步确定了这种联系， Ｕｒｓ Ａｐｐ， Ｔｈｅ Ｃｕｌｔ ｏｆ Ｅｍｐｔ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Ｋｙｏ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 ２０１２，
ｐｐ ９４ － ９５； 梅谦立则通过出版 《天主实义今注》 的机会全面比较了两书中的文字。 梅谦立： “范礼安 《要
理本》 与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载 《天主实义今注》， 第 １０ － ２４ 页。
［葡］ 沙勿略著， 河野纯德译 《沙勿略全书简》， 东京： 平凡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５５５ － ５５６ 页。



汉语名词来对应 “Ｄｅｕｓ”。① 那么， 根据这条材料来看， 范礼安使用 “天主” 说法并不比罗明坚

晚， 两者基本持平， 甚至范礼安还要略略早些。
然而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 在 １５８３ 年罗明坚等人初到肇庆之时， 认识了一位名字为 Ｃｉｎ

Ｎｉｃｏ② 的年轻人。③ 后来， 罗明坚发现这位年轻人把汉语的 “天主” 一词书写在一块木牌上面，
并创造性地将其安放在祭坛上面用于祭祀， 不立神像。④ “神父们回来， 看到在这长久笼罩在精

神的黑暗下的伟大民族中， 至少有一个人向真天主祈祷， 感到无限的安慰。” 实际上， 即使以现

在的眼光来看， 这位名字为 Ｃｉｎ Ｎｉｃｏ 的年轻人的做法都是非常符合教义规定的。⑤ 这很好地启发

了罗明坚。
因此宋黎明认为罗明坚中文著作 《天主实录》 对 “天主” 神名的使用是借鉴了 Ｃｉｎ Ｎｉｃｏ 的

先进经验。 宋黎明进而指出， 戚印平所认为的 “罗明坚等人使用的天主一词， 可能不是他们自

己的创造， 而是援引范礼安以及日本同行的惯例”， 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判断。 事情的真相

是罗明坚的 “天主” 来自于肇庆的年轻人 Ｃｉｎ Ｎｉｃｏ 的启发， 并且时间上显然也早于日本， 因而

应该说日本的 “天主” 是抄袭自中国， 而不是相反。⑥
然而， 平心而论， 宋黎明的论述尤其是针对戚印平耶稣会日本 “遗产” 研究的否定， 其爱

国之心拳拳， 却不免武断之嫌。 戚印平专治日本早期耶稣会史， 其研究结论认为罗明坚在其系列

中文著作里面对 “天主” 神名的使用系援引了日本耶稣会的先例； 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 从大

量第一手文献出发， 提出了不少明清天主教尤其是关于利玛窦的新见解， 为罗明坚正名， 令人耳

目一新。 他认为罗明坚对 “天主” 的使用显然比日本早， 针锋相对地直指日本的 “天主” 抄袭

自中国。 然而两相对照， 宋黎明的材料时间为 １５８３ 年， 戚印平的材料时间最早为 １５８１ 年， 中国

的 “天主” 之诞生并不比日本早， 两者还是基本上平行。 王铭宇的文章则以词典编纂与现代汉

语溯源为旨归， 在结语做出了调和之论， 认为中、 日两国选择了 “天主” 来对译 Ｄｅｕｓ， 或 “有
先后之分， 但亦可能仅为巧合”。 三人的研究立场不同， 竟然得出了 “中国说”、 “日本说” 与

“巧合说” 三种迥异的结论， 值得我们反思。 因此， 根据本文上面的观察， 中日教会双方在初期

对 “天主” 神名的使用， 很难说是谁抄袭了谁。 更进一步的判断也和下文的理由之三有关。
理由之三， 基督教在亚洲传播， 首先面临的就是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冲撞， 辞典编纂是必

须之事， 集中蒐集译入语的双语辞典成为中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就 “Ｄｅｕｓ” 词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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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土井忠生： 《吉利支丹论考》， 东京： 三省堂， １９８２ 年， 第 ３３ － ３４ 页； 戚印平： 《 “Ｄｅｕｓ” 的汉语译词

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８ － ９７ 页。
关于 Ｃｉｎ Ｎｉｃｏ 姓名的音译， 刘俊余、 王玉川译为陈尼各， 宋黎明译为陈倪科， 柯毅霖则译为秦尼科。 柯氏

并称其为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受洗的两位天主教徒之一。 柯氏的判断未必正确。 根据利玛窦 《中国传教史》
的记载， 中国内陆最早的天主教徒是一位遭到遗弃的老人。 他身患重病， 奄奄一息， 罗明坚把他带回教会，
悉心照料， 老人在受洗不久后去世。 老人是单独受洗的， 与柯毅霖的引文材料互相印证， 这位在重病中的

老人的确是当时国内第一位教徒。 Ｃｉｎ Ｎｉｃｏ 后来也受洗入教， 但并不是与老人一起受洗的， 与 Ｃｉｎ Ｎｉｃｏ 作为

同一批慕道者而受洗的另有其人。 他是一位来自福建的秀才， 教名保禄， 后来还做了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位

传教士的中文教师。 罗明坚的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中国诗集》、 《葡汉辞典》 等中文著作或许经过这

位教名为保禄的秀才润色。 Ｃｉｎ Ｎｉｃｏ 取教名为若望， 给两人施洗的是澳门公学的院长兼中国传教区会长卡普

拉神父， 他来肇庆的目的是视察刚刚开辟的中国传教区， 为耶稣会年报的撰写搜集资料。 ［意］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第 １１９ － １２０ 注释④；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 （上）， 刘俊余、 王玉川译， 台北、 光

启、 辅仁联合出版，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３７ － １３８ 页、 第 １５３ － １５４ 页。
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 （１５８２ － １６１０）》， 第 ３０ 页、 ３１ 页注释③。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 （上）， 第 １３０ 页。
同上。
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 （１５８２ － １６１０）》， 第 ３０ 页、 ３１ 页注释③。



在 １５９５ 年刊行的 《拉葡日对译词典》 中， 与 “天主” 被一道使用的汉语神名就包括有 “天主”、
“天道”、 “天尊”、 “天帝” 等。 １６０３ 年刊印的 《日葡辞典》 也有类似表述。① 但是很多人不曾

注意到罗明坚也曾自 １５８３ 年就已经开始编纂过一本 《葡汉辞典》。 １９３４ 年汉学家德礼贤率先在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已经在档案馆里沉睡了 ４００ 年之久， 档案编号为 Ｊａｐ Ｓｉｎ Ｉ， １９８ 的 《葡
汉辞典》。 这本辞典以在 “中外交流史上的多个第一” 很快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陆续从文

献的影印出版、 辞典编纂学、 语音学与历史语言学、 辞典所附散页等多个角度跟进研究， 逐渐为

我们还原出一个整全的罗明坚。
这份 Ｊａｐ Ｓｉｎ Ｉ， １９８ 档案自 ３２ － １５６ 页为 《葡汉辞典》 手稿， 此部分在 ２００１ 年已经由澳门

基金会联合各方影印出版。 今人杨福绵、 马西尼、 杨慧玲、 王铭宇等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档

案的头尾两部分也即 １ － ３１ 页、 １５７ － １９８ 页， 为罗明坚学习汉语及所撰书籍所留下的语言学、
神学、 科学笔记之手稿。 张西平在其 《欧洲早期汉学史》、 “ 《葡汉辞典》 中的散页文献研究”
等论著中也陆续将手稿散页整理后发表。② 经由以上已经出版的文献及其研究， 不难发现罗明坚

在 《葡汉辞典》 和手稿散页中对 “天主” 神名的使用情况。
查 《葡汉辞典》 与 “Ｄｅｕｓ” 有关的词条有两则：
其一： 汉字词条 “因为廖师 （按： 廖师两字原均有口字旁， 表示音译）”， 相应的葡文词条

“Ｐｏｒｍｅｒｃｅ ｄｅ Ｄｅｕｓ” （按： 意为 “上帝赐福”）；
其二： 汉字词条 “天主生万物”， 相应的葡文词条 “Ｃｒｉａｄｏｒ” （按： 意为 “创世者”）；
在罗明坚手稿中原先都带有 “口字旁” 的 “廖师”， 正是葡文 （也是拉丁文） “Ｄｅｕｓ” 的音

译。 据王铭宇的统计， 与 “天主” 在 《葡汉辞典》 及其散页、 罗明坚诗词中的大量出现不同，
“廖师” 仅出现过一次， 实际上这也是迄今所发现的明清天主教文献中唯一出现的一次。 “廖师”
有闽语的发音特点， 为传教士初入中国时受到他们的通事或汉语教师的影响所致。 而随着中国传

教事业的进展， “廖师” 为汉语基督教所不取， 更加义丰典雅的 “天主” 被普遍接受而流播

至今。③
在罗明坚手稿散页中， “天主” 大量出现， 仅举与本文主题相关者一例稍加说明， 在第

０１６Ｖ 页有一句话：
混沌之初， 未有人物， 止有天主。 无形无声， 无始无终， 非神之可比。④
在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初刻本 “天主事情章之二” 对应着这么一句话：
凡物之有形声者， 吾得以形声而名言之。 若天主尊大， 无形无声， 无始无终， 非人物之可

比， 诚难以尽言也。⑤
由两句的相似性， 可知此手稿散页部分文字是罗明坚 《天主实录》 的初稿。 尤其是散页中

的 “天主……非神之可比” 在 《实录》 中被改换成了 “天主……非人物之可比” ———众所周知

“神” 版 Ｄｅｕｓ 也成了以后基督教 《圣经》 与 “上帝” 说法并列的重要版本———传教士初入中国，
在他们起初的概念序列里， “神” 显然是比 “天主” 低一级的存在， 而在今天的基督教语境中

“神”、 “天主”、 “上帝” 俨然已经并起平坐， 一起成为了最为常用的基督教至上神名称。 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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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印平：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第 ２３３ 页注释①。
张西平： 《欧洲早期汉学史： 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第 ４１ － ６８ 页； 张西

平： 《 〈葡华辞典〉 中的散页文献研究》，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第 １ 期， 第 １１６ － １２８ 页。
王铭宇： 《罗明坚、 利玛窦 〈葡华辞典〉 词汇问题举隅》， 《励耘语言学刊》 ２０１４ 第 １ 期， 第 １３８ － １５０ 页；
《 “天主” 词源考》， 《语文研究》 ２０１２ 第 ３ 期， 第 ４９ － ５３ 页。
［葡］ 罗明坚： “ 《葡汉辞典》 手稿散页”，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 档案编号为 Ｊａｐ Ｓｉｎ Ｉ， １９８， 第 ０１６Ｖ 页。
感谢张西平先生把自己从海外收藏的罗明坚手稿散页文献慷慨相赠。
［意］ 罗明坚：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第 １３ 页。



可见 “天主教初传我国时， 采用名词递嬗之迹” 之一显例也。
至于罗明坚 《中国诗集》， 显然也是罗明坚学习汉语并尝试作诗的手稿， 学术界先前的研究

主要是用这 ５８ 首中国古诗来证明罗明坚的汉语造诣并进而考察罗明坚在诗集中宣讲的基督论思

想。 浏览罗氏的这些诗歌手稿， 其中吟咏赞颂 “天主” 及说明 “天主” 本性的亦不在少数， 最

典型者当数诗集中的 《天主生旦十二首》 组诗。 限于篇幅， 笔者引用其中第一首， 以飨读者：
前千五百十余年， 天主无形在上天。
今显有儿当敬重， 唐朝何不事心虔？①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 范礼安 《要理》 在日本最早使用 “天主” 说法来指称天主教的神， 罗

明坚 《实录》 则是在中国最早把天主教神名对译为 “天主”。 至于两者间的关联， 可以这样认

为， 同为广义上 “大汉语” 的使用地区， 早一步建立的日本教会和新开辟的中国传教区一直是

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 自耶稣会亚洲传教以来， 中日两国教会基本上隶属于同一主教区。
特别地， 因为日本教会的发展以及中国教会的初创， 日本在 １５８１ 年成为耶稣会副会省， 中国教

区亦划归其辖制。 并且范礼安作为视察员曾经审查并批准罗明坚 《天主实录》 刊行。② 两者在

传教策略与方法， 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和佛教的研究与批评， 以及写作出版中包括

“Ｄｅｕｓ” 在内的汉语译词的使用等诸多方面存在， 存在连续性与一致性， 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互相

援引与借用， 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普遍现象。
近代以来， 日本接触西学较早， 研究汉语词汇含义嬗变， 日本的中介作用无法绕过。 同样有

趣的是， 在明末， 因为耶稣会到日本传教在前， 彼时的日本也相应因缘际会地带来了一批汉语神

名词汇含义的变异。 这应该是明清中外交流史、 中国基督教史以及汉语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

重要研究领域。

五、 余论： 流传的情况及其影响

综上， 《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 作为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也是中国天主教会

第一本宣教出版物， 尽管难免粗糙， 后来甚至遭到毁版禁止的命运， 但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却

是不容抹煞。 对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 尤其是在汉语译词嬗变、 概念史、 思想

史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本文通过 《实录》 初刻本和重刻本的比较就很好地说明了

这一点。 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在继承罗明坚 《天主实录》 的基础上， 不仅纠正了 《实录》 的

诸多偏颇， 更因袭范礼安 《日本要理本》 为中国教会的 “适应策略” 奠定了根基。 然而罗明坚

是在中国也仅仅是在中国最早使用 “天主” 说法的人。 如若将 “天主” 考的论题放大到整个亚

洲范围， 日本耶稣会尤其是范礼安的拉丁文 《日本要理本》 或许才是 “天主” 神名的 “始作俑

者”？ 也未必， 问题的答案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实际上， 这更是中外交流史上一例典型的

“双向交互影响” 比较研究范例。
１５８３ 年 ９ 月上旬， 传教士被邀赴肇庆建屋开教。 这是中国教会最早的开创阶段， 一旦住处

和教堂大致安排妥当， 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个人马上就投入了传教工作。 这里， 有一则材料， 以前

不被大家所注意， 字里行间却透露出 “天主” 神名与中国教会的缘起：
神父的住屋是五间平房， 左右各两间， 中间为大厅， 做为圣堂之用， 大厅中前方设一祭台，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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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ｌｂｅｒｔ Ｃｈａｎ，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Ｓ Ｊ （１５４３ － １６０７）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 ［Ｊ］．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Ｖ ４１， １９９３：
１２９ － １７６； ［意］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第 １１５ － １１８ 页。
戚印平：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第 ３ － ４ 页； 黄一农：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４４２ 页。



台上方， 悬挂圣母抱耶稣画像。 神父们采用 “天主” 做为神的称号。 这称号是最恰当不过的。 因译

音会增加困扰， 此二字发音响亮， 意义深长， 听来有庄严肃穆之感。 其实， 在传教一开始， 我们就

用了这个名字， 如今在谈话中及书籍中已经普遍采用， 别的名字虽亦有时提及， 但只是为解释及引

伸之用。 最常用的有 “天帝”、 “上帝”、 “万有真原” 等。 至圣童贞女用为荣耀的天主之母。①
这段材料的信息量很丰富。 首先， 关于拉丁神名 “Ｄｅｕｓ” 的翻译， 音译原则之所以不被采

用， 是因为 “Ｄｅｕｓ” 最初音译为 “陡斯”， 不仅不容易中国人理解基督教最高神的蕴涵， 更重要

的原因是 “陡斯” 其读音在中文里听起来类似于 “都死”， 这个神名对非常重视吉利和彩头的中

国人来说很难接受。② 其次， 罗明坚无疑是我国第一个在正式出版物中使用 “天主” 说法来对

译基督教神 “Ｄｅｕｓ” 的人。 第一批受洗入教名为 Ｃｉｎ Ｎｉｃｏ 的中国人， 其创举或许对罗明坚有所

启发。 “在传教一开始， 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 如今在谈话中及书籍中已经普遍采用”， 据此不

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 １６ 世纪 ８０ 年代， 无论是书面上还是口头中， 以 “天主” 来称呼基督

教最高神的说法开始在明末社会上使用开来， 并最终被国人普遍接受从而流传至今， 就应该是更

为接近历史真相的一个事实。 再次， 相较于其他在明末社会因为基督教入华所带来的 “上帝”、
“天帝”、 “大父母”、 “万有真原” 等中国化神名的使用， “天主” 神名的使用频率更加普遍与主

流。 实际上， 正是 “天主” 这一个在明清时期为中国教会最为经常使用的中国化神名， 才让天

主教成为名实相副的 “天主” 之教。
放诸亚洲， 日本在我国的中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一方面作为东亚国家， 其时受华夏文化

影响很深， 汉字仍然作为主要书写文字， 另一方面， 日本却比中国更早接触到基督教并建立教会，
两方面的影响合力造就了日本使用中文 “天主” 来对译 “Ｄｅｕｓ”。 罗明坚 《天主实录》 中大量使用

“天主” 这一汉语词汇作为神名来指称基督教至上神， 完全有可能是受到了日本教会的影响。 所以，
在亚洲范围内， 或许是日本教会较早使用了 “天主” 作为基督教神名。 然而， 向东西双方两大传统

文明的更深的源头处去回溯， 我们却不能说日本教会或者是范礼安创造了 “天主” 神名。 在漫漫历

史长河之中， 放诸整部中外交流史来考察， 明末 “天主” 说及其流行更多地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形：
当两种异质文化遭遇并交流时， 一种异质文化的关键词对另一种异质文化的关键词进行了 “借用”
与 “改造”。 具体到本案例， 就是西方的 “ＤＥＵＳ” 遭遇了东方的 “天主”。 这个来自东方的 “天
主”， 可不是日本的， 它是中国的， 或者从更根本的源头处来讲， 它更可能是印度的。

有证据表明， “天主” 本是佛教神祇。 佛教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认为 “帝释天为仞利天之

主， 故称天主， 又称天帝”。 “天主” 即是 “帝释天” （梵文： Ｓａｋｒｏ ｄｅｖāｎāｍ ｉｎｄｒａｈ） 之别称， 音

译释迦提桓因陀罗， 略称释提桓因、 释迦提婆， 又作天帝释、 天主。③ 因此， “天主” 这一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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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天主” 考◎

①
②

③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 （上）， 第 １３５ － １３６ 页。
纪建勋： 《明末天主教 “Ｄｅｕｓ” 之 “大父母” 说法考诠》， 《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 ２０１２ 第 ２ 期， 第 １０４
页。 另请参看以下两则资料。 余曰： “所称天主即陡斯乎？” 曰： “然。” 曰： “奚不仍称陡斯， 而胡易以天

主之名为？” 曰： “此中难明陡斯之义， 不得不借天地、 人物之主而从其大者， 约言之耳。” 王征： 《畏天爱

人极论》， 载郑安德编 《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 第三卷第三十四册，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４ 页。 第二则材料： 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 “陡斯” 二字， 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 所以在

中国之西洋人， 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 “天主” 二字， 已经日久。 从今以后， 总不许用 “天” 字， 亦不许用

“上帝” 字眼， 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 如 “敬天” 二字之匾， 若未悬挂， 即不必悬挂， 若已曾悬挂在天主

堂内， 即当取下， 不许悬挂。 详见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 《东传福音》 第八册， 黄山书社，
２００５ 年，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北平故宫博物院民国二十一年陈垣编印影印本） 第十四通。
丁福保编 《佛学大辞典》 （卷中）， 上海书店出版， １９９１ 年， 卷上第 ４６８ 页 “天主” 条、 卷中第 １５７１ － １５７２
页 “帝释” 条、 卷中第 １５７３ 页 “帝释天” 条； 《佛学大词典》 在线电子版， “帝释天” ３７７６， 大智度论卷

四、 维摩经疏 （净影）。



更有可能是来自于更早的中外交流， 即佛教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史。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最

早的佛经翻译者才是 “天主” 说法的发明者呢？ 还是应该将这第一的奖牌颁发给 “天竺国”？ 颇

具讽刺意味的是， 罗明坚被毁版遭禁的那部 “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 ——— 《新编西竺

国天主实录》， 此 “天竺” 当然是指欧洲， 却更容易让读者和把其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罗明坚

在书中自称 “西僧”， 其本意是用早已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佛教来为天主教的传播之路遮挡风

雨， 其预言何其正确耶？ 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历尽千辛万苦所传播的宗教， 其至上神的中文神名

“天主”， 从根本上来讲正是 “借用” 自西竺的佛教。 传教士们对其涵蕴进行了改造， 完全颠覆

了 “释提桓因” 之 “帝释天” 本义， 成为了真真正正的天主教之 “天主”。 是耶？ 非耶？ 真可

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真假难辨了。 今天说起 “天主”， 有几个人还会认为是指佛教的 “帝释

天” 呢？
传教士认为 “天主” “二字发音响亮， 意义深长， 听来有庄严肃穆之感。” 确实如此， 细味

之下， “天主” 二字不仅与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 “帝天崇拜” 相关联， 实际上还洋溢着庄严肃穆

的宗教感， 它甚至与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教都纠缠在一起。 在道教中， “天主” 说法甚至还被用

来引申指道教中的真人。 由明代清溪道人所著的小说集 《禅真逸史》 第二十二回有 “上首金珠

宝座之上坐着一个真人———即是天主了” 之说， 而第二十三回之回目即为 “清虚境天主延宾，
孟门山杜郎结义”。① 更重要的是， 在儒家传统中， “天主” 原为齐地的八种神祇之首。 据 《史
记·封禅书》、 《汉书·郊祀志》 等典籍记载秦始皇东游海上时， 曾行礼祠名山大川以及八神。
认为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 或曰太公以来作之。 齐所以为齐， 以天齐也。 其祀绝， 莫知起时。
八神， 一曰天主， 祠天齐。”② 一般认为佛教入华在两汉之际， 即公元纪元前后。 关于 “天主”
神名的使用， 显然司马迁所记的时间要更早， 彼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 如此看来， “天主” 说法

的真正源头竟然是汉代以前的中国传统宗教或者原始的儒家。 至迟到明末， “天主” 说法已经在

社会上普遍流行激荡开来。 其人格神蕴涵， 不仅儒教、 佛教、 天主教甚至包括道教在内当时华夏

大地上的诸种宗教都在使用。 它甚而影响到了坊间通俗的文学书写， 可说已经到了国人 “日常

习用而不自觉” 的地步。 讨论至此， 明末 “天主” 考渐趋深入与复杂。 这说明了对于明末 “天
主” 说法的讨论不仅需要与 Ｄｅｕｓ 翻译史的综合考察结合起来， 也需要对中西两大文化传统里的

“天主 ／ Ｄｅｕｓ” 说法做一番更深入的词源学 ／比较宗教学之考察。③
考镜明末 “天主” 源流， 还可以窥见中西文化成功融合与反思认知的若干基本规律。 我们

做中外交流史的 “影响研究”， 往往容易考察单线的发展， 从渊源、 媒介、 流传等方面强调两种

异质文化相遇时， 来自于一种文化之 “影响因子” 对另外一种文化单向的发送及其接受的研究。
这正是 “影响研究” 的局限， 也很容易造成 “影响研究的神话化”。④ 明末的 “天主” 神名， 其

最早的源头， 既不是范礼安的 《要理本》， 更非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甚至也不属于罗明坚的

《天主实录》、 《葡汉辞典》 与 《中国诗集》。 它历经漫漫岁月的洗礼， 由佛教的 “帝释天” 最终

蜕变为基督教的 “天主”， 其本质上是经由佛教的中国化发展到了基督教的中国化。 明末 “天
主” 考是中国、 欧洲、 印度三大文明之间多向交互影响的好例， 也是中外文学文化关键词与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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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明） 清溪道人著， 兑玉校点 《禅真逸史》 第二十二、 二十三回， 齐鲁书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３４３、 ３４６ 页。 笔

者目力所及， 宋黎明最先提出了这一观点。 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 （１５８２ － １６１０）》， 第

３１ 页。
司马迁： 《史记·封禅书》 卷二十八，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 第 １３６７ 页。 班固： 《汉书·郊祀志》 卷 ２５ 上，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４ 年， 第 １２０２ 页。
关于这一点尤其是对 “天主”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的词源学 ／比较宗教学考察， 笔者已另有长文论述， 将要发

表， 在此不宜赘述。
纪建勋： 《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四十年学科方法论整体观》，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４０ － １４９ 页。



念史研究可以进行中西互训， 循环阐释的典范。
关于中梵建交， 学界应首先做好准备， 以实际行动助推其早日实现。 具体到本研究来看： 与

基督教之 “Ｌｏｒｄ” 对译称 “主” 不同， “主” 前加 “天”， “天主” 则又和传统的天信仰相接榫。
正类同于用 “上帝” 来对译 “Ｇｏｄ”， 可以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帝崇拜相接轨， 这样， “上帝” 和

“天主” 这两个较为主流的基督教神名称， 就和中国古代地位最重要、 规格最高级的 “帝天崇

拜” 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史实为我们今天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神哲学对话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也大有利于我们发展自己的汉语基督教神学。 有鉴于此， 我们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工作首

先就应该是大力发展基督教神名的中国化及其研究。 进而及时梳理本土基督教神学， 由 “争论”
到 “本土化”， 最终深入到 “中西礼学” 的沟通与对话。①

中国传统信仰的核心———帝天崇拜， 与其相关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 “上帝”、 “天主”， 在明

清天主教适应策略的解构之下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意义嬗变。 今天的国人， 说起 “上帝”， 固然

是基督教意义中的至上神而不再是先秦典籍原初意义的 “上帝”； 谈到 “天主”， 也俨然是天主

教语境里的大主宰而不复是佛教经论里转译而来的 “释提桓因”。 从此角度而言， 就好的一方面

来看， 我们可以说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尤其是基督教神名的中国化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从辩

证的角度看， 不利的一方面就是， 既然基督教神名的中国化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

绩———把中国传统信仰的两大本根 “帝” 与 “天” 都进行了颠覆性的 “借用” 与 “改造” ———
那么， 今天的中国想要重建并赓续传统信仰及其努力就更加任重而道远了。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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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 “天主” 考◎

① 纪建勋： 《迈向核心问题》， 《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１１ － ４３４ 页。




